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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央鼓励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为学术界开辟了一个重大的学术研究领域。运用利益
相关者理论，将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主要模式概括为两种: 即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民营企业
主导的模式。两种模式的扶贫路径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单向性、输出性方式。目前，两
种模式都遭遇了扶贫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另

一方面是脱贫攻坚收益共享不够的困境。这种情况表明，脱贫攻坚需要新思路、新模式，尤其需要
实现脱贫攻坚战略从运动式、输出式扶贫向制度性互动式扶贫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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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扶贫脱贫工作，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组织有计
划的大规模扶贫脱贫行动，并取得了巨大成就。2000 年后，我国扶贫方式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救济式
扶贫与开发式扶贫并重，扶贫主体也从以政府为主转变为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等多种主体并存的局
面( 叶兴建，2013) ［1］。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发挥民营企业在脱贫攻坚中的巨大作用。比如，2015 年 11 月 29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明确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
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明
确强调民营企业应当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主动支持和参与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候，中央关于民营
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提法开辟了重大的学术研究领域，即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模式与路径研究。为深
入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了解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主要模式、路径，以及该模式与路径目前的状况，从而
对症下药，进一步提升民营企业脱贫攻坚的绩效。

二、民营企业脱贫攻坚主要模式与路径

民营企业脱贫攻坚是其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天然过程与经济过程的融合( 张琦，2011) ［2］。民营企业脱贫
攻坚的主要模式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模式，另一类是民营企业主导的模式。虽然民营
企业较早就参与了脱贫攻坚事业，但在总体上看，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一直居于补充地位，政府导

致民营企业参与的模式居于主要地位。



( 一) 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

很长时间内，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实质上都演变为政府包办的模式( 贾旭东，

2008) ［3］，民营企业所谓的参与只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民营企业大规模参与政府主导的脱贫攻坚事业肇始
于西部大开发，首先由浙江企业发动，之后不久，全国工商联出面号召广大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的事

业( 郭沛源和于永达，2006) ［4］，推进民营企业与政府合作( 刘娜和骆欣庆，2007) ［5］，充分发挥市场的优势，通
过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以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 张军和史金善，2007) ［6］。2008 年以来，由于世界
经济形势发生了新变化，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日趋艰难。为了实现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并且在完成转型过
程中帮扶贫困地区脱贫致富，中央采取了实质性措施，重点支持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企业，通过
它们辐射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叶兴建，2013; 叶文振和严静，2013 ) ［1］［7］。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央重新调
整了扶贫战略，摈弃了长期以来实施的“大水漫灌”战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并且多次发文，要求
民营企业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行动; 此后，多个地方相继出台措施，积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在新常
态下，由政府主导的民营企业参与式脱贫攻坚进入了新阶段。在政府领导和直接指挥下，合力进行脱贫攻
坚。具体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涉及教育扶贫、移民搬迁扶贫、整村推进扶贫、产业扶贫等( 叶韬，
2016) ［8］，但是以产业扶贫为主( 张入化，2013) ［9］。
( 二) 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

民营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强调由民营企业担当脱贫攻坚的龙头，真正成为项目实施的核心主体。
虽然国外的经验证明企业同样能够成为扶贫主角，而且这种主角色特别适合于企业所在地的扶贫开发事业

( 贾旭东，2008) ［3］，但是在国内一直没有得到政策法规的公开允许。2005 年开始，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松
绑，以民营企业作为扶贫主导角色的事例逐渐增加。按照地域关系，可以将参与脱贫攻坚的民营企业划分成
两大类: 一类是地域外企业，一类属于本地域内的企业。域外民营企业一般实力比较强，规模比较大，主要通
过招商形式进入贫困地区扶贫( 和丕禅等，2001) ［10］。域内企业主导作用的发挥主要通过两种途径: 一是规
模以上企业; 二是自身比较弱小但是愿意承担帮扶任务的企业。对于前者，即规模以上的民营企业，一般由
其承担综合性的脱贫攻坚任务( 蔡效东，2012) ［11］。这类企业主要集中于资源富集的贫困地区( 王雅敬等，
2011) ［12］; 通过村企对接、村企互动和村企共建等方式，形成了企业和农民之间良性互动的正反馈关系。案
例研究表明，在新形势下工业反哺农业是扶贫工作的一条可行途径( 张琦，2011) ［2］。对于后者，则首先通过
优惠政策支持，将其培育成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 +基地 +农户”“公司 +基地 +农户”，或者“+专业协
会”的形式，把贫困户纳入市场化、产业化轨道，分享收益，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闫东东和付华，2015) ［13］。无
论域外还是域内民营企业，虽然从事过少量的救济性扶贫，但都以开发性扶贫为主，而且开发性扶贫又以产

业扶贫居多。产业扶贫的具体形式多样( 田强和马桂萍，2016 ) ［14］，比如，赣南老区产业扶贫形式则主要有
“龙头企业 +合作社( 基地) +贫困农户”“金融服务 +”“特色旅游 +”“互联网 +”“移民搬迁进城进园”等
( 李志萌和张宜红，2016) ［15］。
然而，无论是政府主导民营企业参与模式还是企业主导模式，扶贫路径都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自外而内

的单向性的输出方式，而不是双向交往的“互动式扶贫”( 张玉，2012) ［16］。

三、民营企业脱贫攻坚模式与路径陷入了困境

民营企业依靠上述模式与路径参与脱贫攻坚虽然成就巨大，但是却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表现在两个方

面: 一方面是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是脱贫攻坚收益共享不够的困境。
( 一) 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的困境

1．民营企业层面
民营企业脱贫攻坚资源投入不足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民营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影响了脱贫攻坚资源的总投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企业发展报告 2015》指出，国内外市场需求疲软、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土地供
应日趋紧张、环保成本进一步加大等诸多因素严重影响了民营企业的生产发展。加之民营企业对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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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不足，扶持弱视群体的理念尚未形成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民营企业整体参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不高，无

论是参与扶贫的企业还是扶贫企业的帮扶数量都较低( 林闻凯，2014) ［17］。
( 2) 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机制不健全导致民营企业陷入参与困境。精准扶贫需要市场力量深度介

入。如何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需求和企业的发展能力有效结合，使市场开发能力最强的主体能够进入资
源开发潜力最大的贫困地区，实现发展能力最强的组织与脱贫致富需求最迫切群体间的有效对接，从而实现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标( 叶文振和严静，2013) ［7］，是新常态下脱贫攻坚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现实情
况是，鼓励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甚至一些地方政府排斥企业参与( 钟

晓华，2016) ［18］，导致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无法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哈佛大学商学院针对大企业 CEO的全球调查表明，企业只有在受益的情况下才能关心扶贫工作。民营

企业参与脱贫攻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 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后者属于造血式扶贫，以市场机制为基
础，以提高贫困户可持续发展能力为核心( 史金善，2011) ［19］。开发式扶贫主要集中在农村产业开发、基础设
施建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和人力资源开发四个方面。张琦( 2011) 的案例研究认为民营企业参与存在明显
的演进关系，即从单纯的捐助开始，经过提供公共产品阶段，最后向产业化阶段发展［2］。产业扶贫尤其强调
人的自主性和自助性，通过企业或者合作社与农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合作，实现双赢( 闫东东和付华，
2015) ［13］，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然而，目前盛行的却不是双向交往的“互动式扶贫”，而是自上
而下的“输出式社会救济”。结果，不仅忽视了贫困人口的多样性和差异化需求，而且造成了区域扶贫产业
投资和贫困人口知识结构的“同构化”趋势，不能有效实现扶贫产业资源与人力资源合理配置的互补增值
( 张玉，2012) 。由于没有形成完善的多元主体参与互动机制，民营企业参与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扶
贫资源配置效率和“动员”效应( 欧阳煌等，2015) ［20］。
( 3) 能力困境与扶贫意识困境。一方面，本地扶贫民营企业产品档次不高，大多以初级产品为主，产业

链条短，竞争力不强，脱贫带动作用有限( 王淑娟和李国庆，2015) ［21］。另一方面，一些实力强的民营企业参
与扶贫的态度消极。民营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属于“利益捆绑”与“责任连带”，在获得政策优惠的同时也肩负
着脱贫攻坚的重任; 在企业运营时既要追求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又要承担带动贫困户脱贫的社会责任，因

此，必须改变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方式。出于“责任连带”的顾虑，很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并不乐意参与，所发
挥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提供资金。一些产业扶贫项目反而被条件较差的企业“吸纳”，从而没有发挥优势企业
的脱贫带动作用( 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 ［22］。

2．政府层面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 1) 精准帮扶的异质性与扶贫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精准扶贫要求尊重个体性、特殊性，强调一户一
策与一村一策，极具创新价值，但在扶贫实践中，政府却无法提供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事实上演变成了难
以实行的政策口号( 葛志军和邢成举，2015) ［23］; 在实际扶贫工作中政府只能实施一刀切的政策，致使扶贫资
金投向的产业或者项目与贫困人员的实际需求并不一致。加之扶贫项目事实上存在的“门槛效应”把真正
贫困人员排斥在外，客观上就造成了扶贫资金在具体使用上存在“精英捕获”的现象，多数资金、项目并没有
惠及真正的贫困人口，反而被乡村“精英”捕获( 许汉泽，2015) ［24］。由于产业扶贫项目运作逻辑受到上级政
府、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体三个行为主体利益博弈的影响与塑造，产业化扶贫政策运行脱离地方实践和贫困群
体的实际需求，导致国家意志和贫困群体主体性需求难以实现( 马良灿，2014) ［25］。
( 2) 政府大包大揽，资源配置错位，经济效益低下( 来亚红，2016) ［26］。精准扶贫内容多、专业性强，政府

部门普遍缺乏与此相适应的专业化人才，加之较少进行专门知识培训，政府管理人员的知识构成因而难以适

应专业化扶贫的需要，往往陷入扶贫困境( 王昶和王三秀，2016) ［27］。比如，国家、省、市、县层面都制定了产
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更多的将生产环节深入、细化，只重生产不重销售，造成产业链的整体脱节，从而蕴含巨
大的市场风险。由此，产业扶贫不仅无法真正培育贫困人员的内生发展能力，而且在引导他们进一步市场化
的同时，给他们带来更大风险( 李广志，2016) ［28］。
( 3) 运动型扶贫与持续扶贫需求的脱节( 叶先宝和林加扬，2012) ［29］，导致造血扶贫举措流于形式。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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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扶贫强调提高贫困对象的造血能力，这意味着精准扶贫必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基于此，中央政府专
门制定了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造血式扶贫措施，但在效率优先的原则下，本应长期投入的造血式
扶贫项目却异化为追逐政绩与效率的短期行为和盲目行动( 方劲，2014) ［30］，忽视甚至不顾贫困户的真正需
求搞一些形象、面子工程。基层政府扶贫工作的短期行为、自利性行为与干部任期的短期性高度相关。尤其
是产业扶贫的长期性与领导干部任期的短期性的矛盾更加尖锐。从根本上讲，产业不发展，贫困户脱贫增收
就没有长远保障( 冯举高，2015) ［31］。而产业发展有自身的规律，需要长时间的培育，有的甚至耗时长达十
几、二十年甚至几十年，这显然与县乡干部任期不匹配。一般地，县乡干部一届任期为 3 ～ 5 年，许多干部事
实上无法做满一个任期由于领导干部变动频繁，往往导致县乡扶贫产业也随之变动，从而造成扶贫项目的普

遍短期行为( 陈俊，2012) ［32］，其结果是，“农民投工投劳，没少吃亏，而产业始终难以形成”，农户生计发展随
之陷入困境( 张入化，2013) ［9］。

3．贫困户层面
研究发现，作为受益主体的贫困户在政府、企业脱贫攻坚行动中的参与水平都比较低( 李志萌和张宜

红，2016) ［15］，陷入参与困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1) 贫困户不愿参与。一是贫困户的主动脱贫意愿不是很强，脱贫攻坚参与意识不强，对于扶贫项目抱

着可有可无的态度( 单丽卿，2015) ［33］，对脱贫攻坚过程漠不关心。他们由于市场资源的匮乏长久被市场排
斥在外，习惯于风险小的农业经营，比较害怕承担市场风险，缺乏主体性融入的心态( 许汉泽和李小云，

2016) ［34］。二是参与农民流动性强，导致参与主体缺失。开发式扶贫项目基本属于劳动密集型，主要应由青
壮年劳动力承担，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收益低，他们基本在外务工，在家的多是老人和儿童，导致政府主导的

相关扶贫项目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支撑( 许汉泽和李小云，2016) ［34］。开发式扶贫发挥大规模减贫效益的主体
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导致现行的扶贫治理体系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 2) 贫困户无法参与。一是传统的扶贫工作忽视了贫困农户的参与，他们只是被动地投工投劳和自筹

资金( 李小勇，2013) ［35］，想参与的贫困户因缺乏参与的方式与途径，不知道怎么参与( 陈希勇，2016) ［36］。二
是贫困人员综合性参与能力严重不足。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多是病、残人员，家庭劳动力有限，而扶贫产业则
需要很大的劳动力投入，因而导致他们无法参与。在扶贫政策倾向于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今天，他们除了劳动
力不足外，还缺乏产品信息、文化知识、专业技术等，因而遭遇了技术壁垒，事实上无法得到政策帮扶，真正受
益者是那些有专业技术的大户( 葛志军和邢成举，2015; 李广志，2016; 梁土坤，2016) ［23］［［28］37］。
( 3) 贫困户被迫参与。在脱贫攻坚压力下，很多地方出现了“逼民致富”的情况。目前，扶贫项目大多由

政府主导，项目推进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或者“利诱”的办法。即便如此，贫困人口参与度仍然严重不足，一些
地方竟然出现“官动民不动”的现象。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对政府推进项目过程中的做法表示强
烈不满( 单丽卿，2015) ［33］。
( 二) 脱贫攻坚收益共享不够的困境

脱贫攻坚的目的是解放劳动力，帮助贫困对象脱贫致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萧灼基，2005) ［38］。企业与
政府合作，参与脱贫攻坚，能够充分发挥企业、政府的比较优势，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从某种角度
讲，民营企业参与脱贫攻坚是利益的第三次分配( 张琦，2011) ［2］，分配的原则是企业利益、贫困地区和贫困
人口的利益有机结合。然而，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1．参与脱贫攻坚企业的困境
一是产业成长有其自身的规律，无法在短时间内带来显著的经济改善，从而在客观上导致扶贫效应的滞

后性( 林巧和杨启智，2016) ［39］。二是民营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影响了脱贫效果。如一些民营企业不积极履
行扶贫责任，只是一味利用政府给予的扶贫资金、低利率贷款、税收优惠等政策，进行超出扶贫范围的经营活
动，没有真正贯彻执行扶贫政策，导致贫困户难以脱贫致富( 闫东东和付华，2015) ［13］。三是由于扶贫项目获
利主体模糊，往往在利益分配主体上模糊化，使已经获得政府优惠的扶贫企业仍然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

标，甚至在某些时候可能利用自身的市场优势损害扶贫对象的利益( 陈希勇，2016) ［36］，导致贫困户获利寥寥
无几( 崔立，2016) ［40］，达不到脱贫致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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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的困境
一是精准管理之中的权责不匹配，导致基层行政管理者的压力和风险很大、激励不足，影响了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政策的执行效果。二是管理体制的僵化，导致乡镇政府无法突破上级部门规定的条条框框。各种
扶贫项目和资金虽然在形式上被整合到扶贫领域，但实际上仍然各自为政，从而影响了基层项目实施的效

果。三是项目分级治理下不同层级政府的多重逻辑以及项目制与科层制之间的张力，二者共同导致了扶贫
实践与国家“精准扶贫”目标相背离( 许汉泽和李小云，2016) ［41］。作为精准扶贫政策参与主体的村民自治
组织因激励不够，在实践中仅扮演政策执行者角色，真正投入到其中的精力非常有限，从而严重影响着项目

实施的效果( 方劲，2014) ［30］; 加之无法合法分享扶贫项目利益，使得这种背离尤其在村庄层面极易发生。
3．贫困户的困境
一是在市场化逻辑指导下通过优势企业发展产业虽然能够带来经济的增长，但并不一定能够使所有贫

困户受惠; 而完全倾向于照顾和吸纳贫困户的政策往往不利于产业本身的发展( 许汉泽和李小云，2017) ［22］。
二是某些地方政府主导的产业扶贫项目因为缺乏村庄社会性参与及村庄公共平台的承接与运作，往往导致

扶贫目标偏移、拉大贫富差距、加速村庄原子化溃败以及降低农民对政府的政治信任等不良后果( 孙兆霞，
2015) ［42］。三是开发式扶贫的深层逻辑是通过打造地方产业来为贫困人口提供在当地脱贫致富的机会，但
是，当前流行的开发式扶贫显然既无法为他们提供足够的在地发展机会，也无法启动农村人口回流的进程

( 单丽卿，2015) ［33］。

四、简短的结论

上述研究表明，无论是政府为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的脱贫攻坚模式，还有企业主导的脱贫攻坚模式，都面
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 王昶和王三秀，2016) ［27］。这种状况表明，脱贫攻坚需要新思路、新模式，尤其需要实
现脱贫攻坚战略从运动式、输出式扶贫向制度性互动式扶贫的转变，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帮助贫困人口脱贫的
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发展能力最强的市场主体与脱贫致富需求最迫切的贫困人口之间的有效对接，并
且通过这种对接，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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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Cash Holding Level and Over － Investment

ZHANG Qingjun， LI Yufei， YUE Yuan
( School of Finance，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There must be uncertainty in the application of economic policies，and the behavior of micro enter-
prises is influenced by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This article selects the insurance company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5 as research samples，including 49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30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it es-
tablishes regression model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cash holding level of insurance
companies，as well as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cash holdings and overinvest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cash holding level of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policy，that is，the higher the uncertainty of economic policy，the higher the level of cash held by insur-
ance companies; the excess cash held by insurance companies will aggravate the overinvestment，in addition，the de-
gree of over － investment performance of insurance companies varies with the asset scale． Insurance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stablish an effective dynamic mechanism between cash manage-
ment and investment，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adverse impact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on insurance enterpri-
ses．

Key words: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cash holding level; over －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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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Modes and Path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LIU Shanqinga，b， LIU Mengyia，c

( a． Ｒesearch lnstitute of Soviet revitalization; b． School of Business;
c． School of Marxism，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Nanchang，Jiangxi 330022，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ncourages private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poverty alleviation，which has
opened up a significant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for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this paper，the stakeholder theory is
used to summarize the main mod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to two types: government － led en-
terprises’participation mode and private － led enterprises’participation mode． The two mode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dopt the top － down，from the outside to the inside，one － way，export way． At present，both models are confronted
with the dilemma of poverty alleviation，which is reflected in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insufficient resources are
invested in poverty alleviation，and on the other hand，insufficient revenue shar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shows
that poverty alleviation requires new ideas and models，and in particular，the transform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ies from sports － oriented and export － oriented to institutional and interactiv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private enterprises; modes and path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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